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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信任在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而户籍制度造成城市内部的社

会分割 ,可能给信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本研究根据上海市的抽样入户调查数据 ,分析了居民信

任水平的决定因素 ,重点考察了户籍身份对居民信任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 ,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

的情况下 ,没有本地户籍的居民 ,更加不信任小区的邻居和社会上的大部分人 ,对政府的信任水平也

更低 ,并且 ,户籍分割对信任水平的不利影响不会随着非本地户籍人口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减

少或消失。另外 ,个人对于社会和政府的信任还受到所居住小区内其他居民该信任水平的影响 (即

“同群效应 ”)。由于非本地户籍人口相对聚居 ,同群效应就会放大由户籍带来的社会分割对信任的

负面影响。

关 键 词　信任 　户籍 　同群效应 　居住地分异

一 引言

随着中国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加剧 ,越来越多的非本地户籍人口 ,特别是外来的农村劳动力到城市

就业并长期居留。以上海为例 ,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已经占到常住人口的 1 /4强。由于城市内部各种公

共服务的享有需要以本地户籍为前提 ,于是 ,城市内部就形成了本地户籍人口与非本地户籍人口之间的

分割。那么 ,这种户籍制度造成的社会分割究竟会对城市居民的信任带来怎样的影响 ? 这是本研究要回

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另外 ,如果源于户籍制度的社会分割会降低信任水平 ,那么我们能否完全寄希望于

通过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来克服这一不利影响 ? 更确切地说 ,随着城市内部非本地户籍人口收入和教育水

平的提高 ,户籍分割对信任的负面影响是否会逐渐减少并消失 ? 这是本研究试图回答的另一个问题。

通过对 2006～2007年收集的上海市居民抽样入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 : (1)不同类型的信任 ,其决

定因素不尽相同 ; (2)非本地户籍无一例外地显著降低我们所研究的三种类型的信任水平 ; (3)收入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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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水平的提高并不能减少户籍分割对信任水平的负面影响 ; (4)居民的社会信任和公共信任显著地受到

其居住小区内其他居民该信任水平的影响 ,即存在“同群效应 ”(peer effects)。上述发现意味着 ,我们不

能指望仅仅通过经济的发展就能抵消户籍分割对信任的不利影响 ,事实上 ,该影响是持续存在的 ,并且将

对城市的和谐发展造成持久的威胁。由于非本地户籍人口在城市内部相对聚居 ,因此 ,非本地户籍人口

的低信任还会在社区层面上凭借同群效应而放大 ,这就进一步加大了城市内部社会融合的难度。反过来

说 ,如果政府可以减少由户籍造成的社会分割 ,促进信任的提高 ,那么同群效应也能够放大此类政策的积

极效应。

本文的结构如下 :第二部分阐释信任的概念和分类 ,对于已有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评论 ,并通过比较

指出本文的贡献 ;第三部分讨论本文分析的户籍制度对信任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 ;第四部分是数据来源和

统计描述 ;第五部分是信任决定的计量模型 ;第六部分考察信任决定中的同群效应 ;第七部分总结全文。

二 　文献回顾

信任是指在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对其他经济行为者合作行动的乐观预期 ( Fafchamp s, 2004;

Luo, 2005)。根据经济行为者的不同性质 ,通常把信任划分为个人间的信任和对公共机构的信任 (New2

ton, 1999)。而对于个人间的信任 , Durlauf和 Fafchamp s (2005)根据其产生机制的不同 ,又进一步将其划

分为个人化信任 (personalized trust)和一般化信任 ( generalized trust) , ①前者来自反复多次的人际交往 ,而

后者是那些基于对象群体的构成、动机、教育背景等一般性知识产生的信任。

尽管这三种信任存在很大差异 ,但现有文献往往只专注于一个方面的研究 ,很少有文献把三种信任

的决定因素做比较分析。② 另一方面 ,由于这三种信任的对象和产生机制的差异 ,它们在促进中国的城

乡融合和推动城市化进程时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因此 ,在本研究中 ,我们分别研究了个人化信任、社会

信任和公共信任的决定 ,从而明确地比较了不同信任的决定因素和形成机制的差异。

虽然国外学者在信任的决定因素的研究中不可能考虑本地户籍这一具有“中国特色 ”的变量 ,但社

会分割对信任的影响始终是相关研究的一个关注焦点。Putnam (2000)发现 :在美国 ,最穷的阶层比最富

阶层的信任水平要低得多 ;在控制了收入水平后 ,非洲裔美国人是美国信任水平最低的人群。A lesina和

Ferrara (2002)的研究发现 ,属于一个长期在社会上受到歧视的群体 (如黑人、女性 ) ,或居住在一个种族

混杂、收入不均等的社区内 ,会显著降低一个人的社会信任水平。也就是说 ,社会分割所带来的对某一群

体的歧视会降低该群体的信任水平。在社会分割的条件下 ,处在异质性程度越高的环境中的人 ,信任水

平就越低。但是 ,既有的文献都没有进一步考虑教育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否能够缓解社会分割对于信任

的负面影响。

目前国内对于信任的研究 ,涉及企业间的信任 (张维迎、柯荣柱 , 2002)和农村居民的公共信任 (L i,

2004;陆铭与张爽 , 2008)以及城市内本地户籍居民的社会信任 (李涛等 , 2008)。但这些研究并没有注意

到一个对于中国的城市发展意义重大的问题 ,那就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同户籍身份的人群之间信任水平的

差异。与已有的文献相比 ,本文证实了体现社会分割的户籍制度对于信任的负面影响 ,并且发现 ,由社会

分割导致的信任降低不会因为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而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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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类似的 , Leigh (2006a)将信任划分为本地化的信任 (对同一社区居民的信任 , localised trust)和一般化信任。

A lesina和 Ferrara (2002)仅计算了社会信任与公共信任的相关性 ; Leigh (2006a)分别研究了本地化的信任和一般化信任的决定因

素 ,但并未加以比较。



另外 ,对于信任决定中的同群效应 , A lesina和 Ferrara (2002)做出了可能的机制阐述。他们认为在社

会信任的决定中 ,可能存在着本地互动 ( local interaction) ,即人与人之间小范围内的相互影响。这就会使

得身处在低信任水平环境中的人自身的信任水平也会较低 ,反之亦然。但是由于他们的样本不是在社区

层面抽取的 ,所以他们也就没能直接对同群效应的存在进行验证。而在本文的研究中 ,由于样本在小区

层面有很好的代表性 ,我们可以对“同群效应 ”进行比较科学的度量 ,从而研究其对信任的影响。由于发

现同群效应和户籍维度上的居住地分异现象的同时存在 ,我们可以推断 ,户籍因素对于信任水平的影响

会在小区内得到进一步的放大。

三 　户籍制度和信任

1958年 1月 9日 ,中国第一部户籍管理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开始实施 ,此后 ,国家

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规定 ,将中国户口管理与劳动用工、住房、医疗、教育、就业、人事关系、社会福利

和社会保障等公民权益相挂钩 ( Zhu, 2003)。改革开放以来 ,全国各地都在逐步推行户籍改革 ,不断放宽

户口迁移、管理限制。2002年 6月 ,上海市对在沪常住引进的人才、外来务工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实行居

住证制度。可是一方面居住证与本地常住户籍相比在社会福利方面仍有较大差别 ,另一方面对居住证的

审批发放采用计分的方法 ,大部分外来人口仍然不可能拿到长期居住证。因此 ,特别是在上海这样的大

城市 ,户籍身份仍然是难以由个人自行选择的。

户籍制度的存在给中国带来了众多方面的影响 ,成为中国农民改善自身生活的阻碍 (W u and

Treiman, 2004) ,造成城市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蔡昉等 , 2001) ,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陆铭与陈钊 ,

2004; W halley and Zhang, 2007)以及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 (陈钊与陆铭 , 2008)。在这些众多的影响中 ,

有一个影响一直为研究者们所忽视 ,那就是户籍对信任的影响。

根据以往对于信任的研究 ,我们认为 ,户籍制度至少从两条渠道影响非户籍人口在居留地的信任水

平。首先 ,信任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说是 ,人们更信任那些有过长期交往的个人和组织 ,也更愿意信任那些

预期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存在交往的个人和组织 (A lesina and Ferrara, 2002)。信任是一种合作均衡 ,

而合作均衡的条件是存在将来报复的可能性 (Lewicki and Bunker, 1995) ,也就是要以长期的交往为前

提。户籍制度造成了中国的城乡分割 ,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分割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没有居留地户口 ,外来

人口就难以长期居住 ,与当地居民、社会和政府的长期交往也就难以维系 ,信任水平就会降低。

另一方面 ,根据国家和地方的一系列政策和规定 ,户籍管理与各种公民权益紧密相连。在这样的情

形下 ,没有城市户籍者就会受到各种制度性的歧视。① 而对于信任的来源 ,有研究认为 ,信任是对过去生

活经验的一种总结 ( Inglehart, 1999; Putnam, 2000)。在过去的生活中 ,受到公正和慷慨对待的人 ,比那

些在生活中遭受歧视、排斥的人 ,更信任他人 (Delhey and Newton, 2003; A lesina and Ferrara, 2002)。在中

国 ,没有本地户籍的人或者在所在城市受到政策的严重歧视 ,或者受到本地人不友好的对待 (蔡昉等 ,

2001;W ang, 2005;陈钊和陆铭 , 2008)的情况下 ,无本地户籍者对于小区居民、社会以及政府的信任水平

会相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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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类文献相当多。例如 ,W u和 Trieman (2004)的研究表明 ,其他条件不变 ,在 14岁时没有城镇户籍的人比在 14岁时拥有城镇本

地户籍的人在教育年限上少半年。W halley和 Zhang(2007)通过对经济模型进行数值模拟得到的结论为 ,中国的户籍制度显著阻碍了收入

的平均分配。严善平 (2007)利用上海市的 4次大型调查数据发现 ,在 1995至 2003年之间 ,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居民的人力资本收益率上

升速度不同 ,两者的差距甚至有扩大的趋势。Zhang和 Meng (2007)对比 1999和 2002两年的数据也表明 ,农村移民和城市居民的工资差

距在扩大 ,并且主要是由民工的教育回报下降导致的。



有学者认为 ,中国的户籍制度是当今世界上存在的最重要的歧视性制度 (W ang, 2005)。在这种歧视

性制度下 ,社会人群被人为地分割成有本地户籍人口和无本地户籍人口。现有文献已经发现社会分割会

降低信任水平。从宏观上看 ,社会分割越严重、收入越不平等和种族异质性越大的国家 ,信任水平就越低

( Knack and Keefer, 1997; Leigh, 2006b) ;从微观上看 ,社会分割下被歧视的群体 ,例如在美国的低收入阶

层和黑人 ,其信任水平较低 ( Putnam, 2000)。因此我们认为 ,在户籍制度下 ,被歧视的非户籍人口的信任

水平也会相对较低。

当然 ,非户籍人口的低信任水平并不完全是由户籍制度带来的。我们也应当看到 ,户籍在一定程度

上甚至也能够反映诸如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对信任水平的影响 ,例如 ,在本文研究的上海 ,非本地户籍人

口可能不会说上海的本地方言。

四 　数据来源和描述

本文的数据来自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2006～2007年“和谐社区与社会资本研究 ”抽样调查数据库。本

研究的样本以家庭内 18周岁以上个体为单位 (每家庭 1人 )。具体抽样过程如下 :

第一 ,小区层面的抽样方案。首先 ,按照经济发展水平把上海市 18个区分为较发达与较不发达两

类 ,从中各随机抽取 3个区 ,最终分别抽中浦东新区、长宁区、黄浦区与闸北区、松江区、杨浦区。其次 ,在

每个区中分别随机抽取 2～3个街道。再次 ,使用空间抽样方法在街道的地图上抽取居民小区 ,然后根据

确定的小区找到小区所属的居委会。原则上每个居委会只需要调查一个小区。最后 ,访问员进入选中的

小区进行走访观察 ,通过居委会和小区居民了解小区边界 (从个人的角度而不是从行政规划的角度 )。

第二 ,个人层面的抽样方案。根据上述抽样方案确定小区并明确小区边界 (非行政区划边界 )后 ,对

小区居民 (年满 18周岁 ,每家庭 1人 )进行问卷调查。问卷调查的抽样方式为 :首先 ,了解小区内门牌号

的分布 (即找到小区内所有可能的门牌号 ) ,并将门牌号码按照一定原则排序 ,根据“定距抽样 ”原则抽取

90个门牌号码 ;其次 ,按照一定原则对抽取的 90个门牌号排序 ,并按照等距原则确定 30个正式样本 , 60

个备用样本 (考虑到目前入户访问的拒访率比较高 ,在正式样本不够的情况下 ,使用备用样本代替 ) ;最

后 ,访问员根据样本确定的“门牌号列表 ”入户调查 ,如果家庭户愿意接受调查 ,访问员将根据随机数表

在这一家庭户中确定最终被访者 ,从而保证样本的随机性。

调查的样本回收率为 94% ,我们最终的有效样本包含了分布在上海市 6个区的 48个小区的 1393户

家庭在 2006或 2007年的相关信息 ,即包括 48个社区级层面和 1393个家庭层面的横截面数据 ,每个社

区的家庭样本数平均大约为 29个。

本文对信任的度量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个人化信任 ,由于我们主要想研究的

是外来人口的本地融合问题 ,因此 ,我们在研究中具体采用的是“对于所在小区居民的信任 ”。在问卷

中 ,被访者给予“对小区居民的信任 ”的评价从低到高分别为 :很不信任、不太信任、比较信任和很信任 ,

我们相应地用相对指数从 1到 4来表示对小区居民的信任水平 ( residence) ,指数越高信任度越高。其次

是社会信任 ,与文献中常用的社会信任变量度量方法相似 (A lesina and Ferrara, 2002;李涛等 , 2008) ,本

文的社会信任变量 ( strust)为虚拟变量 ,当被访者表示对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以信任时 ,赋值为 1;当其表示

对社会上大多数人不可信任 ,相处时要越小心越好或不知道时 ,赋值为 0。① 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对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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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laeser等 (2000)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证明 ,在问卷调查中被访者表示的对他人的信任程度 ,实际上真正度量的是被访者本人值

得信任的程度 ,而非被访者对他人的信任水平。



为“不知道”的受访者的处理与 A lesina和 Ferrara (2002)以及李涛等 (2008)的做法相同 ,把他们归类为社

会信任度较低的一类 ,这是一种相对保守的处理方法。A lesina和 Ferrara (2002)指出 ,人们会更倾向于回

答自己是信任水平高的人 ,尽管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因此 ,按照人们的原始答案 ,研究会高估人们的信任

水平 ,那么 ,把回答为“不知道 ”的受访者处理为社会信任水平较低的一类 ,就是一种减少这种高估的方

法。最后是对于公共机构的信任 ,即公共信任。本文采用的指标是“对政府的信任 ”( gov)。与“对小区

居民的信任 ”相类似 ,该信任度从 1到 4分别表示 :很不信任、不太信任、比较信任和很信任。我们通过统

计发现 ,在接受调查的 48个小区的 1300多位居民中 ,有 66. 23%的人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 ,对于

小区居民和政府信任的平均水平都是“比较信任 ”(分别为 2. 920和 3. 020)。

上述三种信任在同一个体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基于对本文所用数据库的分析 ,我们发现三种信任的

相关度并不高 (相关系数在 0. 12～0. 20之间 ) ,如果用主成分分析法 ,即使选取两个主成分也只能反映原

指标 74. 07%的信息量。因此 ,我们完全有必要对三个维度的信任逐一加以研究 ,对这三种信任水平的

决定因素的比较也将变得颇有意义。

表 1对不同群体的平均信任水平进行了比较。在该表中 ,有本地户籍的群体 ,对小区居民和政府的

平均信任都显著高于没有本地户籍的群体。而在社会信任水平的维度中 ,尽管有本地户籍居民的平均信

任水平更高 ,但是这种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表 1 不同群体的信任水平比较

对小区居民的信任 社会信任 对政府的信任

样本比例 均值 均值之差 样本比例 均值 均值之差 样本比例 均值 均值之差

本地户籍 0. 833 2. 943 0. 834 0. 665 0. 836 3. 041

0. 138333 0. 016 0. 1333

非本地户籍 0. 167 2. 805 0. 166 0. 649 0. 164 2. 911

　　说明 : 333和 33分别表示两组样本的均值之差在 1%和 5%水平上显著异于 0。

表 2列出了本文计量模型中解释变量的名称和定义。其中 ,户籍特征对于信任的影响是我们关注的

重点。在研究中 ,本地户籍用是否为上海市本地户籍的哑变量来度量 ,有上海市本地户籍的记为 0,没有

的记为 1。

除此之外 ,我们还控制了其他一些已有研究发现的影响信任的重要变量 ,其分为两类 :居民的个人客

观因素和社区层面的客观因素。在居民的个人客观因素层面上 :人的社会经验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

化 ,因而年龄的增长会影响居民的信任水平 (M ishler and Rose, 2001)。与男性相比 ,女性历史上长期处

于弱势地位 ,因此女性的信任水平可能较低 (A lesina and Ferrara, 2002)。婚姻形成的家庭 ,一方面为居

民提供了抵御外部社会风险的机制 ,可以提高其信任水平 (李涛等 , 2008) ;另一方面减少了居民与社会

外界互动的强度 ,可能降低其信任水平 (A lesina and Ferrara, 2002)。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提高了居民的认

知分析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 ,进而影响其信任水平 (Cole, 1973; M ishler and Rose, 2001; A lesina and Ferra2

ra, 2002)。居民较高的收入会提高其在社会上被尊重和平等对待的可能性 ,并且较高的收入也会增强其

对不恰当的信任决策所造成损失的承受能力 ,因而可能提高其信任水平 (A lesina and Ferrara, 2002; Del2

hey and Newton, 2003)。另外 ,在中国 ,党员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身份 ,可能会提高居民的信任水平 (陆

铭与张爽 , 2008)。因此 ,在居民的个人特征 (X i )中 ,我们控制了 :被访者的年龄、年龄的平方、被访者的性

别、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 (用四个哑变量来表示 ,分别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和大专、本科及以上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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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是否为中共党员、被访者的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家庭人均收入对数的平方。

在社区客观因素的层面上 : A lesina和 Ferrara (2002)的研究发现 ,较高的社区人口流动率会显著地

减少信任。他们指出 ,信任是来自于人们对于未来长期互动的期望 ,人口流动会降低人们对于未来合作

的期望 ,从而减少信任。陆铭和张爽 (2008)发现生活在较富裕村庄的人们对公共机构有着更高的信任

度 ,而 A lesina和 Ferrara (2002)发现社区的平均收入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呈倒 U型。以种族异质性和收入

差距来衡量的社区异质性都会显著降低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 (A lesina and Ferrara, 2002)。因此 ,我们控

制的社区特征 ( Z i )包括 :社区层面人口的流动性 (该小区其他被访者已经和将要居住的年限之和的平均

值 )、同一社区内其他被访者平均收入水平的对数、平均收入水平对数的平方、社区内的基尼系数①和社

区的户籍异质性指数。仿照 A lesina和 Ferrara (2002)对社区内种族分割指数的构造 ,此处户籍异质性指

数 hetehukou = 1 - ∑k S
2
k i ,其中 k = 1, 2。S1 i为第 i个小区内被访者中有本地户籍的比例 , S2 i为第 i个小区

内被访者中没有本地户籍的比例。

表 2 解释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个人客观因素

X I

hukou

age

age2

m ale

m arr

prim ary

junior

senior

college

PRC

lnhinc

lnh inc2

被访者无上海本地户籍时 = 1,其余 = 0

被访者的年龄

被访者年龄的平方

当被访者为男性时 = 1,为女性时 = 0

被访者已婚 = 1,未婚、离异及丧偶 = 0

被访者教育水平为小学及以下时 = 1,其余 = 0

被访者教育水平为初中时 = 1,其余 = 0

被访者教育水平为高中或中专时 = 1,其余 = 0

被访者教育水平为大专、本科及以上时 = 1,其余 = 0

被访者为中共党员时 = 1,其余 = 0

被访者家庭人均收入的对数

被访者家庭人均收入对数的平方

社区客观因素

Z i

stability

lnghinc

lnghinc2

gin i

hetehukou

所在小区内其他被访者已经和将要居住的年限之和的平均值

同一社区内其他被访者平均收入水平的对数

同一社区内其他被访者平均收入水平对数的平方

所在社区的基尼系数

所在社区的户籍异质性指数

表 3用本文样本中的 1393个个体数据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了统计描述。除了样本整体外 ,我们还

按照户籍将样本分为有本地户籍的群体和没有本地户籍的群体。我们通过比较这三组数据可以看出 ,在

有本地户籍和没有本地户籍的样本群体之间有显著差别的是 : ( 1)无本地户籍的群体平均来看更加年

轻 ,单身的比例更高 ; (2)无本地户籍的群体平均来看 ,接受大专以上高等教育的概率和家庭人均收入水

平都更高 ; ② (3)无本地户籍的群体往往居住在户籍异质性更高的社区中 ,在本研究中 ,由于每个小区的

外来人口比重都不超过 50% ,所以较高的户籍异质性也就意味着较高的外来人口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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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基于小区内被访者的收入计算所得。

这可能是由上海的特殊政策所导致。上海控制户籍非常严 ,对受过高等教育者也存在户籍控制 ,这就造成尽管受高等教育者更

愿意选择在上海生活和工作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够得到户籍。



表 3 模型中变量的统计描述

变量
总体

均值 标准差

有本地户籍

均值 标准差

无本地户籍

均值 标准差
两组样本均值之差

age 46. 514 17. 145 48. 713 16. 866 35. 443 13. 992 - 13. 270333

m ale 0. 475 0. 500 0. 478 0. 500 0. 463 0. 500 - 0. 015

prim ary 0. 076 0. 264 0. 075 0. 263 0. 079 0. 270 0. 004

jun ior 0. 211 0. 409 0. 213 0. 409 0. 206 0. 405 - 0. 006

sen ior 0. 304 0. 460 0. 321 0. 467 0. 215 0. 412 - 0. 107333

college 0. 409 0. 492 0. 391 0. 488 0. 500 0. 501 0. 109333

PRC 0. 174 0. 379 0. 182 0. 386 0. 132 0. 339 - 0. 0503

m arr 0. 723 0. 448 0. 746 0. 435 0. 605 0. 490 - 0. 141333

h inc
① 2040. 579 3552. 293 1919. 698 3160. 875 2672. 785 5099. 234 753. 087333

stability 36. 812 9. 477 36. 827 9. 343 36. 733 10. 144 - 0. 095

gm _h inc
② 2170. 676 1777. 104 2189. 220 1844. 527 2077. 302 1388. 412 - 111. 918

g in i 0. 381 0. 089 0. 380 0. 092 0. 390 0. 077 0. 011

hetehukou 0. 256 0. 127 0. 242 0. 126 0. 331 0. 101 0. 090333

　　说明 : 333和 3 分别表示两组样本的均值之差在 1%和 10%水平上显著异于 0; ①家庭人均的月收入水平 ; ②居住小区内

所调查样本中平均的家庭人均月收入水平。

五 　信任决定的模型

本文建立了 O rdered Probit模型 ( 1) 、(3)来分别考察对小区居民和对政府信任的决定因素 ,以及

Probit模型 (2)来考察社会信任水平的决定因素 ,模型如下 :

P ( residenceij = k) =Φ (αk - β1 - β2 X ij - β3 Z ij ) - Φ (αk - 1 - β1 - β2 X ij - β3 Z ij ) (1)

　　其中 , k = 1, 2, 3, 4, α0 = - ∞, αk ≥αk - 1 , α3 = + ∞。

在模型 (1)中 , P ( residenceij = k)表示第 j个小区里的第 i个被访者表示其对小区内居民信任水平为 k

的概率。

P ( strustij = 1) =Φ (β1 +β2 X ij +β3 Z ij ) (2)

　　在模型 (2)里 ,方程左边的 P ( strustij = 1)表示在第 j个小区里的第 i个被访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

以信任的概率。右边的解释变量见表 2。

P ( govij = k) =Φ (αk - β1 - β2 X ij - β3 Z ij ) - Φ (αk - 1 - β1 - β2 X ij - β3 Z ij ) (3)

　　其中 , k = 1, 2, 3, 4, α0 = - ∞, αk ≥αk - 1 , α3 = + ∞。

对于模型 (3)的解释 ,与模型 (1)类似。根据模型 (1)、(2)、(3) ,我们构造了包含 X i和 Z i的回归 ,回

归结果见表 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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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考虑到三种信任水平决定的回归方程的残差项很有可能是相关的 ,因此作为一项稳健性检验 ,我们通过 seem ingly unrelated regres2
sion的回归方法对三个方程加以联立估计。结果表明 ,前面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变量的系数与显著性均无大的变化。限于篇幅 ,这里没

有报告 SUR方法的回归结果。



　　表 4 信任的决定因素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对小区居民的信任 社会信任 对政府的信任

(1) (2) (3) (4) (5) (6) (7) (8) (9)

系数 系数 系数 系数 系数 系数 系数 系数 系数

hukou - 0. 328333 - 0. 24033 - 0. 524 - 0. 043 - 0. 1973 - 0. 002 - 0. 20233 - 0. 1673 0. 606

age 0. 009 0. 010 0. 000 - 0. 005 - 0. 02933 - 0. 03233

age2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333 0. 0003333

m ale 0. 007 0. 010 - 0. 1303 - 0. 123 - 0. 093 - 0. 093

jun ior 0. 138 0. 071 0. 129 0. 2933 - 0. 029 0. 063

sen ior 0. 036 - 0. 047 0. 145 0. 273 0. 044 0. 154

college - 0. 075 - 0. 164 0. 285 0. 39433 - 0. 087 0. 009

PRC 0. 089 0. 089 0. 302333 0. 313333 0. 257333 0. 258333

m arr - 0. 071 - 0. 069 0. 124 0. 142 0. 115 0. 117

lnh inc 0. 084 0. 096 0. 036 0. 025 0. 134 0. 126

lnhinc2 - 0. 009 - 0. 010 - 0. 001 - 0. 002 - 0. 014 - 0. 012

stability 0. 01033 0. 01033 0. 013333 0. 013333 0. 013333 0. 013333

lngh inc 2. 1373 2. 0663 9. 772333 9. 560333 5. 584333 5. 644333

lngh inc2 - 0. 13033 - 0. 12533 - 0. 606333 - 0. 593333 - 0. 352333 - 0. 357333

gini 0. 784 0. 773 - 1. 477333 - 1. 44433 - 1. 16033 - 1. 12733

hetehukou - 0. 209 - 0. 207 - 0. 077 - 0. 082 - 0. 387 - 0. 380

inc_hukou - 0. 008 0. 061 - 0. 045

jun_hukou 0. 284 - 0. 87933 - 0. 444

sen_hukou 0. 386 - 0. 7143 - 0. 558

col_hukou 0. 408 - 0. 604 - 0. 476

常数项 0. 414 - 38. 791333 - 37. 858333

观察值 1362 1225 1225 1371 1230 1230 1344 1209 1209

伪 R2 0. 0068 0. 0237 0. 0245 0. 0001 0. 0529 0. 0562 0. 002 0. 0288 0. 0301

　　说明 : 333、33、3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为了节省篇幅 ,我们没有报告系数的标准误。

为了检验是否存在重要的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偏误 ,我们在表 4的第 (1)、(4)、(7)列报告了只放

“户籍 ”这一变量的结果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 ,加入本文已经考虑的其他重要的控制变量之后 ,户籍的影

响作用并没有显著改变。因而 ,可以认为 ,即使存在可能的遗漏变量 ,这些变量的加入也应当不会对本文

结论有太大影响。根据表 4的回归结果 ,下面我们对三种信任的决定因素进行逐一分析。

(一 )个人化信任

首先来看人与人之间的个人化信任。表 4的第 (2)列是对小区居民信任的 O rdered Probit回归结果。

在 O rdered Probit模型中 ,对于居民中的被解释变量取值 (在此处 ,对居民的信任水平取 2或 3) ,系数的符

号并不总是与特定的解释变量取值下某个解释变量边际效应的方向一致 (Wooldridge, 2002)。因此 ,为

了能够更为直观地获得每一种因素对居民信任水平的影响 ,我们基于表 4列 (2)计算了每一种显著的影

响因素的边际效应 ,结果参见表 5。其中基准这一行给出了一个作为参照的“典型 ”个人分别报告四种不

同信任程度的概率 ,以下各行则给出了某一特定变化后分别报告四个不同信任程度的概率。

现实中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赋予外来常住人口本地户籍。此时 ,该政策变化对信任水平的影响可以近

似地理解为从表中第二行数值 (户籍从有到无 )变成表中第一行作为基准的信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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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对小区居民的信任水平决定因素的边际效应 (基于表 4列 (2)中的显著因素 )

对居民的信任水平

很不信任 不太信任 比较信任 很信任

基准 0. 0048 0. 1223 0. 7638 0. 1092

由拥有本地户籍变为没有本地户籍 (1) 0. 0093 0. 1746 0. 7454 0. 0706

社区稳定性 =社区稳定性均值 - 1 0. 0049 0. 1242 0. 7636 0. 1073

社区稳定性 =社区稳定性均值 - 10 0. 0063 0. 1426 0. 7594 0. 0917

社区平均收入减少 10% 0. 005 0. 1254 0. 7634 0. 1062

社区平均收入减少 50% 0. 0075 0. 1557 0. 7546 0. 0823

　　说明 :作为参照的基准是基于年龄、收入、社区稳定性、社区平均收入水平、社区基尼系数和社区的户籍异质性均取均

值 ,其他哑变量取 0。划线的数值表示相对于基准有所下降。

对所在小区居民的信任水平 ,根据表 4的第 (2)列和表 5,我们有如下发现 :

第一 ,相对于个人客观层面的因素 ,社区层面因素的影响更为显著。个人化的信任和一般化信任的

最根本差别在于它们的产生机制。社会信任是对任何随机选择的个体行为方式有多大可能是诚实的、值

得信任的信念 ,是一种事先的信念 ,而个人化的信任则是一种事后形成的对于认识的个体的声誉评价

(Durlauf and Fafchamp s, 2005)。因此 ,对于小区居民的信任水平 ,相对于信任主体的自身因素 ,受到被信

任对象客观因素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文研究显示 ,住在稳定性更高的社区 (所有被访者已经和将要在该

小区居住的时间平均来看更长的社区 )的居民 ,对小区居民的信任水平更高 ;在平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小

区 ,居民对于小区居民的信任水平也更高。这两个结果都与现有研究指出的个人化信任的特征相一致。

例如 , Lewicki和 Bunker(1995)提出了一个信任关系形成与演化的三阶段模型 ,他们指出 ,重复博弈形成

的声誉机制是稳定的信任关系的基础。因此 ,对于稳定性更高的居民 ,重复博弈的可能性就更大 ,那么他

们的声誉评价乃至信任水平也就更高。① 另一方面 ,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 ,具有比较高收入的居民 ,往往

意味着较高的社会地位 ,那么 ,对于高收入的邻居 ,居民对他们的声誉评价在一般的意义上也就更高 ,并

会由此产生更高的信任水平。

第二 ,尽管其余的个人客观因素对于“对居民的信任水平 ”没有显著的影响 ,但我们重点关注的本地

户籍变量对居民信任水平的影响无论从统计上还是系数上都是很显著的。我们可以从表 4看出没有本

地户籍对居民信任的降低作用远远超过其他因素。对于降低对居民信任水平作用因素的排序是 :“由拥

有变为没有本地户籍 ”强于“社区平均收入减少 50% ”,强于“社区稳定性减少 10年 ”,强于“社区平均收

入减少 10% ”,强于“社区稳定性减少 1年 ”。

(二 )社会信任

表 4第 (5)列是对社会信任 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由于 Probit模型是非线性的 ,系数并不能直接

反映偏效应的大小 ,所以我们应用 Stata中的 mfx命令以及一些手动计算 ,得出了表 6。

根据表 4的第 (5)列和表 6,我们可以发现 :

本地户籍、性别、教育、党员身份、社区平均稳定性、小区平均收入和小区收入的异质性都会对居民的

社会信任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没有本地户籍的居民 ,表示信任社会上大多数

人的概率 ,比有本地户籍的居民低 7. 3%。② 女性更加信任他人。这一点与其他国家已有文献的结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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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A lesina和 Ferrara (2002)也有类似的论述和发现。

需要指出的是 ,本文的结果表明拥有本地户籍有利于增加对社会的信任 ,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 ,在全国范围内 ,上海户口拥有者

的社会信任程度最高。



很大不同 ,例如 , Delhey和 Newton (2003)对七个国家的数据分析发现性别对于社会信任的影响不显著 ,

而 A lesina和 Ferrara (2002)发现 ,美国女性的社会信任水平更低。关于这种差异 ,我们认为可能是由于女

性地位不同造成的 ,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相对较高 ,更可能出现我们所发现的这一结果。① 大专、本科及以

上的高等教育会显著地提高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党员比非党员的社会信任水平要高。居住在越稳定

的社区 ,其社会信任水平也越高。小区平均收入对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呈倒 U型 ,根据表 4的第

(5)列 ,我们可以计算出平均收入对社会信任水平影响的拐点为小区平均的家庭人均月收入 3174元。而

我们的样本中 ,小区平均收入为 1722元 ,增加 10%后为 1894元 ,增加 50%后为 2583元 ,因此在表 6的分

析中 ,平均收入增加对社会信任水平的边际效应为正。小区收入的异质性越高 ,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越

低。A lesina和 Ferrara (2002)也有类似的发现 ,他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点 ,一是人们往往

更信任和自己社会经济状况相似的人 ;二是收入异质性高往往意味着低收入者比例也相对较高。低收入

者的信任水平较低 (在他们的数据库中 ) ,而一个居住在平均信任水平低的环境中的人 ,自身的信任水平

也会下降。

表 6 社会信任水平决定因素的边际效应 (基于表 4列 (5)中的显著因素 )

变量 hukou m ale① College PRC S tability ghinc1② gh inc5③ g in i

边际效应 - 0. 0733 - 0. 0473 0. 1023 0. 105333 0. 005333 0. 086333 0. 135333 - 0. 538333

　　说明 : 333、33、3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①对于 hukou、m ale、PRC等哑变量 ,边际效应即是在其从 0到

1所带来的概率变化 ; ②此处为手动计算在其他变量处于基准水平上 ,社区平均收入增加 10%的边际效应 ; ③手动计算在

其他变量处于基准水平上 ,社区平均收入增加 50%的边际效应。

(三 )公共信任

本文关注的是公共信任 ,具体就是指“对政府的信任 ”。表 4的第 ( 8 )列是对政府信任的 O rdered

Probit回归系数 ,这里的系数同样不能表示出每个解释变量具体的边际效应 ,因此我们采取了类似表 5的

处理方法 ,结果如下。

表 7 对政府信任水平决定因素的边际效应 (基于表 4列 (8)中的显著因素 )

对政府的信任水平

很不信任 不太信任 比较信任 很信任

基准 ① 0. 0167 0. 0993 0. 5432 0. 3408

由拥有本地户籍变为没有本地户籍 0. 0256 0. 1288 0. 5672 0. 2784②

年龄 =均值 + 1 0. 0169 0. 1002 0. 5442 0. 3387

由党员变为非党员 0. 0325 0. 1481 0. 5751 0. 2444

社区平均稳定性减少 10年 0. 0232 0. 1215 0. 5628 0. 2926

社区平均收入减少 10% 0. 0176 0. 1024 0. 5466 0. 3334

社区基尼系数增加 0. 1 0. 0217 0. 1166 0. 5593 0. 3024

　　说明 : ①基准是基于年龄、收入、社区稳定性、社区平均收入水平、社区基尼系数和社区的本地户籍异致性均取均值 ,

党员取 1,其他哑变量取 0。②划线的数值表示相对于基准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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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陆铭和张爽 (2008)在中国农村居民的公共信任研究中也发现男性信任更低 ,而在本文的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决定因素中 ,男性

的系数不显著为负。



对于对政府的信任水平 ,根据表 4的第 (8)列和表 7,我们有如下发现 :

本地户籍、年龄、党员身份、社区的平均稳定性、社区内平均的家庭人均收入和社区内的基尼系数都

对公共信任水平产生显著的影响。没有本地户籍会显著地降低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年龄对于公共信任

的影响呈 U型 ,根据表 4的第 (8)列 ,我们发现控制住其他因素后 ,公共信任最低的年龄为 48岁 ,在 48岁

之前 ,居民随着年龄的增长 ,对政府的信任程度逐年降低 ,而在 48岁之后 ,这一信任水平又开始逐渐升

高。由于我们计算的边际效应是基于平均年龄水平的 ,而我们样本中的平均年龄为 47岁 ,因而边际效应

在这里的符号为负 ,且绝对值很小。党员身份对于公共信任的作用显著为正 ,这与陆铭和张爽 (2008)对

于中国农村公共信任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社区内家庭平均月收入的影响是显著的 ,呈现出一种倒 U型

关系 ,拐点为月收入 2784元。由于我们对边际效应的计算是基于所有社区平均水平的平均 ,在样本中为

2170元 ,减少 10%后为 1953元 ,位于拐点以前 ,因而边际效应为负。与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相似 ,小区收

入的异质性越高 ,居民的公共信任水平越低。从数量上来看 ,没有本地户籍对于信任的影响要明显超过

社区稳定性下降 10年 ,社区基尼系数增加 0. 1或社区平均收入减少 10%的负效应。

从以上三种不同信任决定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 ,对于我们重点想研究的个人户籍身份对于信任的影

响 ,在信任的三个维度上的作用都是显著的 ,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没有本地户籍的居民 ,更加

不信任小区的邻居和社会上的大部分人 ,对政府的信任水平也更低。

如果无本地户籍的人口信任程度相对低 ,那么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 ,随着这部分人的收入和教育

程度提高 ,户籍身份的负面影响是否能够得到缓解甚至被抵消 ? 一个可能的猜想是 ,高教育水平或高收

入者更不在意没有城市户籍 ,或者说 ,不拥有城市户籍的事实对收入较高者或教育程度较高者的信任水

平的降低作用要轻微得多。对此 ,我们尝试通过构造教育或收入和户籍身份的交互项来进行检验。如果

对于收入较高、教育背景较好的居民 ,非本地城市户籍对他们的信任水平的降低作用较小 ,那么在存在收

入和户籍的交互项 ,以及教育水平和户籍的交互项的回归中 ,交互项的系数应当与户籍本身的系数相反。

以社会信任为例 ,如果我们把加入交互项后的模型写为如下的 (4)式 ,则β4和β5的符号应该显著为正。

P ( strustij = 1) =Φ (β1 +β2 X ij +β3 Z ij +β4 inc_hukouij +β5 edu_hukouij ) (4)

　　其中 , inc_hukouij是第 j个小区 ,第 i个被访者的收入和户籍的交互 , edu_hukouij是第 j个小区 ,第 i个

被访者的教育和户籍的交互 (实际是三个表示教育水平的虚拟变量与本地户籍的交互 )。

表 4的 (3)、(6)、(9)列是对加入交互项的模型 (4)的回归结果。从中我们可以发现 ,加入的交互项

基本都不显著 ,而且符号也不稳定。因此 ,我们可以说 ,对于收入、教育水平不同的人而言 ,户籍身份对信

任的负面影响没有显著的不同。也就是说 ,高的收入和学历并不能弥补没有本地户籍给居民带来的不信

任感。这就提醒我们 ,不能期待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个人收入或教育程度的提高来自动地缓解户籍身份

所造成的社会分割对信任的负面影响。

六 　聚居和信任在社区内的“传染 ”

在人类行为中广泛存在着“同群效应 ”,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行为会受到他周围人群的影响 ,如果是这

样 ,那么社群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就会产生“社会乘数 ”( social multip lier) ( Glaeaer et al. , 2003) ,一个政

策的效果就会被社会乘数放大 ,就好像大家的行为相互传染一样。在信任的决定研究中 ,同群效应也是

学者感兴趣的话题 , A lesina和 Ferrara (2002)阐述了信任的同群效应可能的形成机制。他们认为 ,在社会

信任的决定中 ,可能存在着本地互动 ( local interaction) ,这就会使得身处在低信任水平中的人自身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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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也会较低 ,反之亦然。但是由于他们的样本是在 MSA /PMSA①层面抽取的 ,每年每个 MSA /PMSA内

的样本数在 40以下 ,而城市作为相互影响的“社群 ”显然太大了 ,所以他们也就没能直接对同群效应的存

在进行验证。而在我们的样本中 ,由于有基于社区层面的数据 ,每个社区的样本平均在 30个左右 ,并且

从抽样方法上保证了样本的随机性 ,因此我们可以用被调查者的信任水平的平均来代表整体小区的平均

信任水平 ,从而得出关于信任的同群效应的结论。

(一 )信任在社区内的“传染 ”:对同群效应的检验

为了考察信任决定中同群效应的影响 ,我们可以将模型 (1)、(2) 、(3)改写为以下形式 :

P ( residenceij = k) =Φ (αk - β1 - β2 X ij - β3 Z ij - β4 residenceij )

- Φ (αk - 1 - β1 - β2 X ij - β3 Z ij - β4 residenceij ) (5)

　　其中 , k = 1, 2, 3, 4, 　α0 = - ∞, 　αk ≥αk - 1 , α3 = + ∞。

P ( strustij = 1) =Φ (β1 +β2 X ij +β3 Z ij +β4 strustij ) (6)

P ( govij = k) =Φ (αk - β1 - β2 X ij - β3 Z ij - β4 govij ) - Φ (αk - 1 - β1 - β2 X ij - β3 Z ij - β4 govij ) (7)

　　其中 , k = 1, 2, 3, 4, 　α0 = - ∞, αk ≥αk - 1 , α3 = + ∞。

　　模型 (5) 、(6) 、(7)右边的 X ij、Z ij的具体变量和解释仍与表 4保持一致。而 residenceij、strustij和 govij

表示第 j小区内居民除了第 i居民外的小区平均信任水平 = (小区被调查者信任水平之和 - 本人信任水

平 ) / (小区内被调查总人口 - 1)。

　　对于模型 (5)、(6)、(7)的回归结果 ,如表 8所示。

表 8 信任的决定因素 (考虑同群效应 )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对小区居民的信任 社会信任 对政府的信任

(1) (2) (3)

系数 系数 系数

X i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Z i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m _residence① - 0. 112

m _strust② 1. 632333④

m _gov
③ 0. 608333

常数项 - 17. 282

观察值 1225 1230 1209

伪 R2 0. 0238 0. 0755 0. 0332

　　说明 : 333、33、3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①社区除被访者外的其他被调查居民对小区居民的平均信

任水平 ; ②社区除被访者外的其他被调查居民社会信任的平

均水平 ; ③社区除被访者外的其他被调查居民对政府的平均

信任水平。④这里的系数看似与同群效应 < 1的条件矛盾 ,

但事实是 Probit模型的系数并不能代表边际效应 ,根据 mfx

命令计算出的标记效应为 0. 59,是小于 1的。

根据表 8中的结果 ,没有证据显示在对居

民的信任决定中存在着同群效应 ,但同群效应

显著存在于对政府的信任和社会信任水平的

决定中。对于这种差异 ,我们认为可能的解释

是 :对政府和社会的信任 ,信任对象对大多数

居民而言都是直接接触机会较少的 ,因此所依

据的判断信息就更多的来自非自身经验的其

他渠道 ,例如居民之间的口口相传 ;而对小区

居民的信任 ,则可以自己在互动中对对象进行

直接的判断 ,受他人间接影响就比较少。所

以 ,社区平均信任在对政府和社会的信任水平

的影响中显著为正 ,而对居民信任的决定没有

显著的影响。

目前的结果表明社会信任和对政府的信

任受到个人因素、社区因素以及社区内平均信

任的影响。不过 ,在同群效应的识别中 ,我们

还应当进一步区分情境效应和关联效应

(Manski, 1993)。情境效应 ( eontextual/exo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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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美国 ,MSA 是“大都市统计区”(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 rea)的简称 ,人口至少在 10万人以上 ; PMSA是“主要大都市统计区 ”

( Primary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 rea)的简称 ,人口至少在 100万人以上。



nous effects)是指 ,社区内所有人受到社区特征的共同影响 ,例如比较和谐的社区环境 ,比较可靠的保安 ,

因而大家都会表现出较高的信任水平。关联效应 ( correlated effects)是指 ,社区内居民的趋同表现是因为

他们有着相似的但却不可观测的个人特征 ,例如有我们模型中未能控制的因素导致更高 (或更低 )信任

水平的人居住在同一个小区内。这两种效应使得个人信任看起来受到小区平均信任水平的影响 ,但这并

不是真的由于个人的信任水平直接受小区平均信任水平的影响 ,因而都不是我们所说的同群效应。但是

这两种效应的存在会对同群效应是否存在的判断带来干扰。对于情境效应 ,由于我们使用的是非线性模

型 (B rock and Durlauf, 2001) ,并且在回归中包含很多关于社区特征的信息 (B ramoulléet al. , 2007) ,这种

效应就得到了最大可能的控制。而关联效应实际上反映了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可以采用工具变

量的方法来处理 ( Evans et al. , 1992)。

我们采用“近 12个月来 ,小区内除了本人以外 ,其他被访者平均房屋被入室盗窃或肆意破坏的次数 ”

( cm _crim e) ,作为小区平均信任水平的工具变量。对于该工具变量的可能怀疑是 ,它是否会不通过影响

被工具变量 (小区平均信任水平 )而直接影响被解释变量 (本人的信任水平 ) ? 如果的确如此 ,那么当我

们同时把该工具变量 ( cm _crim e)和被工具变量同时放入回归方程中 , cm _crim e的系数仍然应该是显著

的。但在我们对三种信任水平的回归结果中发现 , cm _crim e的系数均不显著 , p值在 0. 5左右。因此 ,我

们可以认为 ,小区内其他人平均房屋被窃或破坏的次数 ,总是通过影响小区的平均信任水平而间接影响

本人信任水平的。回归第一阶段表明小区内被访者平均的房屋被窃和破坏次数与平均信任水平高度相

关 (见表 9) , F值分别为 : 13. 38、23. 15和 42. 81,因而 ,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①

表 9 第一阶段回归 (小区平均房屋被窃和破坏次数对平均信任水平的影响 )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小区除本人外其他被访者对

小区居民的平均信任水平

小区除本人外其他被访者的

社会信任的平均水平

小区除本人外其他被访者对

政府的平均信任水平
(1) (2) (3)

系数 F值 系数 F值 系数 F值

cm _crim e - 0. 045333 13. 38 - 0. 083333 23. 15 - 0. 146333 42. 81

X i与 Z i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察值 1202 1206 1186

R2 0. 224 0. 3068

　　说明 : 333、33、3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但是 ,如表 10所示 ,第二阶段 Hausman检验和 W ald检验的结果拒绝了原有估计结果与 IV估计结果

存在显著差异的假设。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接受原先得到的结论 :在社会信任和政府信任的决定中存在

同群效应。

(二 )聚居行为对信任的影响

对于外来人口而言 ,他们的邻居又是些什么样的人群 ? 我们可以看到 ,结合本文的发现 ,这个问题的

答案会放大非本地户籍对信任的不利影响。

在经济学中 ,有对居住空间分异 ( residential segregation)的专门研究。所谓的居住空间分异是指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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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只处理一个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回归 ,第一阶段 F值大于 10,等价于弱工具变量检验值大于 Cragg - Donald统计量的临界

值 ,表示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 Stock and Yogo, 2002)。



同特征 (如职业背景、文化取向、收入状况 )的居民在住房选择上趋于相互分离、相对分化的现象。从全

球来看 ,居住空间分异的趋势无一例外地出现在各类城市中 ,加尔各答、新加坡、东京、纽约、布鲁塞尔、悉

尼等都有居住区分异的现象 (Marcuse and Van Kempen, 2000)。在美国 ,不同种族间的居住空间分异十分

显著 ,即便是富裕的黑人家庭也更倾向于和他们的黑人穷兄弟而不是富裕的白人家庭住在相同的社区里

(Bayer et al. , 2004)。在中国 ,计划经济年代大城市的社会空间分布表现为簇状单位大院之间的异质 ,

单位居住区成员混杂 ,以社会经济属性划分的居住区空间分异很小 (W u and Yeh, 1997)。改革开放后 ,

随着劳动力的流动和住房的市场化 ,以户籍划分的空间分异逐渐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呈现出来 ,即外来

的非城市户籍人口更倾向于住在一起 (李志刚和吴缚龙 , 2006;李志刚等 , 2004)。我们自己用本文数据的

研究也发现 ,非本地户籍人口的确倾向于居住在非本地户籍人口比重更高的社区 ,但限于篇幅 ,我们就不

报告这个结果了。

表 10 信任的同群效应 (与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的对比 )

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对小区居民的信任 社会信任 对政府的信任

OLS① IV Probit IVProbit OLS IV

系数 系数 系数 系数 系数 系数

hukou - 0. 10133 - 0. 09233 - 0. 1953 - 0. 188 - 0. 1153 - 0. 1213

其他 Xi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Yi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cm _residence - 0. 048 0. 629

cm _ptrust 1. 6353 3 3 3. 0553

cm _gov 0. 3843 3 3 0. 801

常数项 - 1. 251 - 1. 742 3. 528 - 17. 132833 - 7. 77533 - 4. 258

观察值 1202 1224 1206 1229 1208 1186

调整后的 R2 0. 0048 0. 0222 0. 0561 0. 0457

Hausman 0. 9984② W ald - test 0. 4629③ Hausman 0. 9953

　　说明 : 333、33、3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 ①因为 O rdered Probit不能用 IV,所以回归结果报告了 OLS和

工具变量法对政府信任的回归结果 ; ②Hausman检验的 P值 ; ③W ald检验的 P值。

结合前面发现的“同群效应 ”,我们可以推论 ,户籍对信任除了有前面已经发现的直接影响以外 ,还

会通过聚居和同群效应的共同作用而产生进一步的间接影响。我们可以用图 1来更加直观地表示出没

有本地户籍对于信任水平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前面我们已经发现 ,给定其他条件不变 ,非本地户籍人口

图 1　户籍对社会信任和公共信任水平的影响机制

的社会信任与公共信任水平显著更

低 ,这是户籍对信任的直接影响 (图中

用虚线箭头表示 )。户籍的居住地分

异则意味着 ,非本地户籍人口家庭所

居住社区的平均信任水平也更低。这

些信任水平相对较低的、没有本地户

籍的外来劳动力聚居在一起 ,通过“同群效应 ”的影响 ,他们的信任水平会进一步降低。于是 ,我们不难

发现 ,在居住区按户籍分异与同群效应的共同作用下 ,非本地户籍对信任 (社会信任和公共信任 )的不利

影响将在社区内得到进一步的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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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结论

本研究通过在上海收集的 2006～2007年“和谐社区与社会资本研究 ”的数据库 ,分析了上海市居民

对小区居民的信任、社会信任以及公共信任 (对政府的信任 )这三种信任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 ,对于不

同维度的信任 ,其决定因素不尽相同 ,在更加依赖于个人经验的社区居民的信任因素决定中 ,社区的特征

是主要决定因素 ,而在社会信任和公共信任的决定中 ,社区特征和个人特征的作用都是显著的。但是 ,户

籍身份对于上述三种信任的影响都是显著的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不拥有本地户籍将显著降低这

三种信任水平 ,并且 ,无本地户籍对信任水平的负面影响并不会随着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减少或消

失。另外 ,研究还发现 ,对于社会信任和政府信任的决定 ,存在着显著为正的同群效应 ,即个人的该信任

水平还受到所在小区其他人的信任水平的影响。由于非本地户籍人口相对聚居 ,同群效应会放大由户籍

带来的社会分割对信任的负面影响。

信任有利于提高政策的执行效率 ,有利于公共品的提供 ,有利于社会的融合 ,有利于提高个人对生活

的满意度 (Delhey and Newton, 2003) ,因而信任在促进城市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方面有着不容忽视的作

用。本研究告诉我们 ,要想提高居民的信任水平 ,从而促进城市的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一个根本的措

施就是要消除由户籍制度形成的城市内部社会分割 ,并且尽可能地防止城市内部与户籍相联系的居住地

分异现象的加剧。本文的研究也提示我们 ,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并不能自发地解决户籍分割导致的信

任下降。换句话说 ,社会融合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但经济发展却不能自动地消除社会分割的不利

影响。因此 ,我们应该在政策上实现由社会分割向社会融合的转变。

最后需要指出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 ,由于数据的限制 ,我们无法考察户籍获得时间长

度和获得途径对各种信任水平的影响。此外 ,本文也没有进一步区分非本地户籍人群内部存在的差异 ,

如“农民工”与“外来市民 ”在信任决定上的不同。这些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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